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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道以来
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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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位于吉林的伯都讷围场，在清代围场中放垦最早，也是嘉道以来清
廷对所控有的围场封禁土地资源进行的第一次招 “民”而非 “旗丁”的开垦，是
在人口增加、农耕土地资源紧缺情形下，国家不得不对所控制的土地资源重新调
整、加以分配的一个特例。整个过程中，不仅显现出农耕土地资源私有化的局面，

也涉及官民双方在资源分配中的利害关系。清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环境系统中，对
资源环境的调控是在国家权力支配下完成的，国家权力和政策是这一环境系统发
生改变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清代　 伯都讷围场　 土地资源　再分配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资源环境与

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成果 （项目批准号１０ＸＮＪ０１７）。感谢 《历史研究》两位匿名审稿人

的宝贵意见。

①　主要有定宜庄：《试论清代中叶京旗的双城堡屯垦》，《北方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加藤直人： 《清代

城堡屯垦研究———以咸元年副都统衔缏管的设置为中心》， 石桥秀雄主编： 《清代中の诸问题》， 东

京： 山川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 第１４１—１５８页。

②　刁书仁：《清代伯都讷地区的开发》，《史学集刊》１９９１年第４期；刁书仁、依兴国：《近三百年东北土

地开发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０２—１０３、２４９—２５６页；吴强稼：《清代吉林围场与

移民屯垦》，《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４年第６期。需要说明的是，伯都讷围场开垦，亦称伯都讷屯田，指

富俊主持的以新城为中心的开垦以及其后的藲梨厂 （场）、隆科城、珠尔山等处放垦；咸同年间，在隆

科城、珠尔山等处有部分开垦；光绪时期，开垦以新城局为中心扩展。

清代伯都讷围场开垦及其民地化，是嘉道以来对塞外围场土地资源利用调控最有力度的重
要案例之一，是清廷对所控有的吉林围场封禁土地资源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招 “民”

而非 “旗丁”的开垦，在东北农耕土地资源私有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环，对清初以来这一地
区旗、民人数比例和分布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

史学界以往对双城堡屯垦的关注远在伯都讷围场开垦之上，① 既有的相关伯都讷地方垦殖研
究，以实录等官书和地方志记载为主要依据，也仅勾勒了大致轮廓，② 许多问题仍需要深入探
讨。同时，从环境史的角度、利用档案资料重新对伯都讷围场开垦加以研究，可以管窥嘉道以
来在人口增加、农耕土地资源紧缺情形下，国家不得不对所控制的土地资源重新调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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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中，不仅涉及官民双方在资源分配中的利害关系，而且体现了在人与自然环境系统中，

对资源环境的调控一定是在国家权力支配下完成的，国家权力和政策是这一环境系统发生改变
的主要动力。

一、伯都讷围场周边移民及其垦殖筹划

伯都讷，又称布都讷。伯都讷围场是吉林围场的组成部分之一，位于今吉林省松原市扶余
县境，北界为西松花江拐弯到东拉林河畔，南包括浩色、淘 （图）赖昭驿站以北的松花江自西
而南环绕地带。自伯都讷围场西缘至其中部的逊扎保 （布）、淘赖昭界以西的大部分地方，镶嵌
于松花江环绕的蒙古郭尔罗斯旗境，形如鸟嘴。这里最早为锡伯人居地，或说蒙古台吉萨颜岔
（岱）驻牧于此。① 清初，由于军事驻防的需要，创建围场，以为禁地。设副都统管辖，置驻防
八旗，编设锡伯佐领三十，瓜勒察佐领十，② 隶属于兵部。③ 乾隆年间，随着对东北实行全面封
禁政策，④ 亦禁止流民进入伯都讷围场周边地区。但是，对实施封禁政策之前已经进入围场周边
散居的人口，则采取了就地设置行政建置管理的办法。

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十二月，于伯都讷地方 “添设长宁县”， “设知县、典史、教谕各一员。

具隶属奉天府管辖”。⑤ 此时 “民人入籍无多，丁口钱粮有限”。⑥ 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因行封禁
令，驱逐并禁止汉人流入该地区，为此，裁长宁县归入永吉州。六年九月，宁古塔将军鄂弥达
奏称：“吉林、伯都讷、宁古塔等处，为满洲根本，毋许游民杂处，除将现在居民，逐一查明。

其已入永吉州籍贯，立有产业之人，按亩编为保甲，设甲长、保正，书十家名牌，不时严查外，

其余未入籍之单丁等，严行禁止。”⑦ 随之，亦不再发汉人罪犯往宁古塔及伯都讷地区。⑧ 十二
年裁永吉州。⑨ 二十三年再申禁令。瑏瑠 但是，流民进入之势日盛，清廷封禁政策也就时有松动和
调整，尤其在伯都讷地方较为明显。

乾隆二十七年，在制定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之例时，对既有民人就地入籍，将 “本年查出
宁古塔种地流民，安插伯都讷、吉林乌拉等处。将丈出余地，拨给耕种，入籍纳粮”。而在 “伯
都讷、吉林乌拉种地流民，编入里甲，入册交粮”，并明令嗣后 “倘复有流民潜入境地者”，将

·６５·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光绪 《吉林外纪》卷２ 《疆域形胜》，《东北史志》（以下简称 《史志》）第１部第１０册，《中国边疆史志
集成》本，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４年，第６９７页。

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将伯都讷锡伯、瓜勒察移驻盛京，裁汰佐领。（《吉林外纪》卷３ 《满洲蒙古汉
军》，第７３３页）

康熙十二年设置驻防；三十年宁古塔将军奏称，白 （伯）都讷地方系水路通衢，可以开垦田土，应于
此地修建木城一座；三十一年于伯都讷地 （那拉洪）置伯都讷副都统 （《清圣祖实录》卷１５５，康熙三
十一年四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７１１页）；康熙三十三年移吉林副都统于伯都讷。（《盛
京通志》卷２３ 《建置沿革》，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８７页）

东北的封禁以乾隆二十七年为界。自顺治六年起，实行 “辽东招民开垦令”，意为充实东北满人
龙兴根本重地；乾隆元年、十年，为保护旗人生计，推行封禁令；二十七年后，从形式上更严禁汉
族流民进入。
《清世宗实录》卷５１，雍正四年十二月戊寅，第７７２页。
《清世宗实录》卷７４，雍正六年十一月壬午，第１１００页。
《清高宗实录》卷１５０，乾隆六年九月上戊辰，第１１５２页。
《大清会典事例》卷７４４ 《刑部二二·名例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１页。
《盛京通志》卷２３ 《建置沿革》，第３８１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３７６ 《刑八·名例律》，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０８５４页。



“严参议处”看守边门官员。① 这说明，二十七年进入伯都讷的流民，其居住垦殖属于清廷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国家的认可。问题在于，是年之后，并没有完全阻断流民进入伯都讷地区，

流民自伯都讷东北部的拉林、阿勒楚喀以及其西部的蒙古郭尔罗斯旗等几个方向涌入。我们从
地方官不断驱逐流民的公文中，可以窥见端倪。

至乾隆三十四年，私入吉林地区的流民继续增加，主管官员不得不对 “已进入”多年的流民
（“陈民”）和 “新进入”者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这里所谓的 “陈民”，指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
二年间移入者，“新进入”指乾隆二十七年以后移入者。当时，吉林将军傅良就呈奏了 “对进入
伯都讷、阿勒楚喀和拉林流民”的区别处理意见，得到户部议准。即 “对在阿勒楚喀、拉林地
方查出流民２４２户 （俱自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间移入者）继续留住”，除此之外其余流民
“请限一年，尽行驱逐”；至于 “伯都讷地方流民”，则法外开恩，一律 “每户拨给空甸一具，令
其入籍垦种，二年后纳粮”。② 尽管在奏折中没有明确指出伯都讷的安置民是新进入的流民还是
陈民，但是，若和二十七年的户部则例规定相比照，可知应是新进入的流民。这应该是自乾隆
以来对东北实施封禁政策之后，允许伯都讷地方流民编户的特例。之后，不仅伯都讷地方的人
口处于 “滋长”与 “移入”的情形之下，而且私开围场周边地亩也不断升温。乾隆三十六年，

伯都讷地方有民户丁口１０２４８人，至四十五年，增长至１９１５０人。③ 相应垦地也在扩展，仅乾隆
四十二、四十三两年，即丈出流民垦地７３９１１亩；四十六、四十七两年，又丈出９０４亩。④ 紧靠
伯都讷围场西的郭尔罗斯草原游牧之地，也已在开垦中。

至嘉庆年间，伯都讷围场周边流民继续增加，垦地不断扩展。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十一月，

吉林将军秀林查出伯都讷流民私开余地８４６４亩。八年，协领倭升额等人又在伯都讷查出余地

１７５９亩。⑤ 十二年，查出伯都讷所属的拉林河西岸地方，流民私垦田地１９００余亩，聚集民人一
千余户。⑥ 十六年，将军赛冲阿奏，在伯都讷查得南路界流民４４４２户，内７０６户已垦地７０１２
亩；北路界流民４１０５户，内８８８户已垦地８９５８亩。⑦人地均呈加速上升势头。已经定义的陈民
地与流民地也处在不断变化中，新辟的流民地升格为陈民地，循环演进。至嘉庆二十三年，伯
都讷围场 “界外多系民田熟地”，⑧ 已经处于流民垦殖潮的包围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在对已流入人口加以管理的同时，禁止流民移入政策一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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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 《户口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０３１页；《钦定户部则例》卷

４ 《户口·直省户口下》载：“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不准住无籍流民，前
往私垦，责成边门官，严行查禁，除各该户于例前安插各户外，后经查出流民，将看守边门官，严参
议处。今查出流民在二十七年之前，故准令入籍垦种，一例安插，俾无失所云。”（《故宫珍本丛刊》，

三亚：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影印本，第３页）

乾隆二十二年为在吉林地区实施封禁政策之年，参见 《清朝文献通考》卷１９ 《户口一》，第５０３０、

５０３２页；也有以乾隆二十七年为正式封禁之时，参见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初稿），《东北集
刊》１９４１年第１期，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初稿），第２４５—２４６页。
《吉林通志》卷２９ 《食货志二·田赋上》，《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１４８页。

吉林将军秀林等折，嘉庆九年十一月初二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 （以下简称 《奏折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

３４６页。
《清仁宗实录》卷１９０，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下丙午，第５１１页。

吉林将军赛冲阿折，嘉庆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奏折汇编》，第３６９页。

王履泰：《双城堡屯田纪略》卷２ 《奏略》，李澍田主编： 《长白丛书四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２２页。



清廷还采取了自 “源头”遏止的办法，即通谕直隶、山东、山西各督抚，转饬各关隘及登、莱

沿海一带地方，不许内地民人出关，一经查出违例者，“据实参处”。① 但是，这依然不能阻止人

口私入，封禁有名无实。如嘉庆帝所言：“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各该管官总未实力奉行，

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仍

予入册安插，再届查办复然。是查办流民一节，竟成具文”。②

伯都讷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升级完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人口在持续增

加。嘉庆十五年前后，吉林将军赛冲阿以伯都讷地方流民私垦地亩不断增加，难以管理，奏请

添设民事机构。赛冲阿认为：自乾隆二十六年，该地 “一切民人刑钱事务，均归伯都讷副都统

衙门兼理”，“历今五十年来，均系如此办理”。现 “除前经奏明入册之民已有七千余户，额征地

粮银二万余两外”，又 “查出未及奏报之民，并新近流来及陈民滋生分居各户，又不下数千余

家”，实非从前民数无多可比，自当仍旧立设专员，以资治理，而专责成。③ 所以，十五年七月，

清廷议定：裁撤理藩院题署主事，置伯都讷直隶厅，设理事同知一员，驻伯都讷城；又添设巡

检二员，一名驻扎本城，管理监狱捕务，一名分驻孤榆树屯 （榆树屯），专管 “弹压私采开荒事

务”。④ 以此加强对人口与土地的管理控制。次年，户部又准行赛冲阿奏 “伯都讷流民纳丁入册”

折，对于流民私垦的既成事实，同意 “编丁入户”，“并饬该管官，申明保甲之法”。令伯都讷查出

的新流民９５４８户入册纳粮，声称 “此后严禁例法令，不得再有私垦”。并作为立法，再一次写在

了 《户部则例》中，规定：伯都讷地亩经嘉庆十五年查丈后，不准再有垦占，其从前如册民人

亦不准复占新地。⑤ 可见，清廷为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不得不承认新移入民的合法性。同时，

面对人口不断增加的局面，清中央和地方都设法从便于管理的角度出发，增添民事行政机构。

流民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流民多籍 （藉）旗佃之名，额外开荒，希图存身；旗人

亦籍 （藉）以广取租利，巧为护庇”。⑥ 地方官为增加地方经费，也暗中容留人口，想方设法对

清廷隐瞒，使得内地移居流民合法化。更有所开垦处或逼近围场边沿，或侵入封堆。道光二十

一年 （１８４１）六月，吉林将军惟勤在对伯都讷擅自开垦官荒、滥行支用历年收获地租情况加以

调查时，提到对伯都讷副都统巴雅尔擅自开垦官荒的一段咨文。早在嘉庆二十三年，巴雅尔将

城东南茶棚以南起、至城东北代吉屯止的藲梨厂 （场）封堆以外闲荒一段，私行招佃，约开垦

１１００余垧，且拟定以３年满后，每垧令交租粮４斗，以代兵丁交纳义仓谷石。由于巴雅尔所进

行的这一开垦收租在名义上是以资办公，或者说为了 “代兵丁交纳义仓谷石”，所以并未奏明清

廷，最终被清廷判定为地方私控田赋税收的瞒报案件，以 “擅自招佃、私开官荒、收获地租、

滥行支用”、“任意妄为”等罪名予以处理。对已经私垦地亩，一方面，清廷责成巴雅尔将自道

光元年起至十九年中，已垦熟地１１０２７．７垧、共收缴租钱３９７００余吊以及历年的开销清单查明奏

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令原佃照旧往种，官发堂印执照，统入新城局一律办理。⑦ 这件事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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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５８ 《户部七·户口》，第１００６页。
《清仁宗实录》卷２３６，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第１７５页。

吉林将军赛冲阿：《奏为遵旨查明伯都讷民人众多请添设同知巡检各官缺事折》，嘉庆十五年七月初六
日，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５１８—００２。
《大清会典事例》卷９７６ 《理藩院一四·设官》，第１１０３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３１ 《户役二·户口丁中》，第９７３页。
《清高宗实录》卷３５６，乾隆十五年正月上乙卯，第９１７页。

吉林将军惟勤：《奏为伯都讷擅自开垦官荒将历年收获地租滥行支用查明拟办事折》，道光二十一年六
月初二日，档号０４—０１—１２—０４５８—０１７。



映出地方政府为补足自己财政运转中的缺额，也在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的环节上随意调控，招民
认垦，客观上容留了一部分移民。更值得关注的是，令行而禁不止。道光二十一年，再挨屯清
查时，这里的熟地在原垦的基础上又多出了４３２．９垧，擅自招佃３８９户。无独有偶，道光二十四
年，将军经额布等也呈奏一折，称伯都讷北路驿站私垦与新城局毗连的八里荒地亩，擅作津贴。

结果也议请撤地入官征租，经户部议准。① 正是地方官违规操作、移民自发留居等多种因素相互
作用，导致流民不断聚集在围场周边，进而逾越封堆，私垦围场，围场的最终开垦只是时间问
题了。

伴随以解决京旗生计为主要目的的双城堡屯垦告一段落，至道光四年，伯都讷围场的开放
被提上议事日程。尽管伯都讷开垦和双城堡垦殖的关系极其密切，而且时任吉林将军的富俊为
移住京旗，功不可没，但不能忽视的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如何消化康雍乾以来持续增加、

且早已突破３亿的人口。而清廷以解决京旗生计为前提的屯垦试验，事实上并没能奏效。自嘉
庆十八年原计划移入双城堡的３０００户京旗，道光九年减改为１０００户，直至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

时，双城堡也仅仅移入京旗６９８户，其余计划中的３０２户一直未到。况且这种办法，也不能解决
大多数流民无地可种的问题。故而，自嘉道年间始，围场作为国家掌控的、可调控的土地资源
对象，首先被不断地开垦已势在必然。更值得一提的是，至嘉道时期，清初以来清廷关于是否
移京旗垦东北闲荒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②。完全招民人垦殖龙兴之地东北，开始被清廷认可并逐
渐演变为政策的主流，不仅之后吉林的其他几个围场，如省西、蜚克图围场等开垦是如此，整
个塞外围场以及清末蒙地的放垦都是。这与吉林将军富俊关系密切。

自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富俊多方筹划伯都讷围场土地垦殖：一方面派人与伯都讷副都
统衙门委员一同赴围场考察可耕种荒地状况，另一方面向清廷奏报开垦的实施方案。次年二月，

富俊派吉林佐领绰哈讷、骁骑校托金保，与伯都讷协领乌林泰一并前往围场，对围场详加查勘。

查得围场北界代吉屯迤南至逊扎保 （布）站界址长１４０里，横阔三五十里不等；路东自逊扎布
站西北封堆向东至代吉屯止，丈得 “周回四百十里”，除沙滩、高岗、沟恤等处不计外， “实勘
开垦荒地二十三万数千垧”，约略计之也有 “二十余万垧”。富俊对此次勘丈的结果十分满意，

于闰四月二十五日回双城堡后，亲自对围场查勘情形详加筹划，令乌林泰组织人员分定界址，

挖立封堆存记，并绘图贴说呈报。一切准备就绪后，于五月初八日向清廷奏 “履勘伯都讷围场
勘垦荒地情形”折，并特别说明伯都讷副都统衙门咨文与所派人员覆勘相符，认为 “围场路东
一带地面土巽属沃衍，实勘开垦地亩二十余万垧，可备安屯，移驻京城闲散旗人五千户”。但
是，清廷以双城堡屯田尚未完竣为由，暂时搁置了富俊办理伯都讷围场屯垦的奏请。③

至道光二年七月初四日，伯都讷围场在清廷的封禁政策下，暂时得以存留。围场周边挑挖
的护围封堆已有４１０个。④ 清廷不断谕令富俊，对 “委无民人在内私行开垦之处”，要 “随时查
察，严禁私垦，无得日久疏懈，致滋流弊”。富俊也报告说， “臣查伯都讷围场设立封堆，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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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通志》卷２９ 《食货志二·田赋上》，《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１５４页。

涉及此讨论的主要有八位大臣奏疏，即顺治十二年陈之遴、十四年王益朋，乾隆二年舒赫德、五年范
咸、六年梁诗正、十年赫泰、柴潮生以及之后的孙嘉淦奏疏。虽然每一奏疏的出发点不同，或为京旗
生计，或为筹措经费，但是均意在先移民人开垦，待生荒熟地后，再移京旗。

吉林将军富俊：《奏报履勘伯都讷围场勘垦荒地挖立封堆情形事折》，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档号

０３—１８８１—０４４。

黑龙江将军松箖：《奏为访寻查勘伯都讷围场现在封禁委无私垦实在情形事折》，道光二年五月二十九
日，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６２６—０２８。



私垦，并咨行伯都讷副都统责成旗、民地方官，不时严查，按季结报查核”。①

当然，清廷既已动议开垦伯都讷围场，而且又是 “为移驻在京闲散旗人而设”，封禁已是强
弩之末。重新规划土地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势在必行。道光元年十二月，吉林将军伯麟专门针
对伯都讷围场开垦组织讨论。随后，清廷谕令军机大臣等，针对伯麟等人所讨论的有关开垦中
可能会出现的旗、民之间 “分界、垦荒、升科、改佃”各事宜，妥为筹划。其中，“该处旗人经
双城堡屯田挑派之后，一时难以续派，则兼用民人与附近旗人一同认垦，自属成功较易”的观
点，② 成为讨论的焦点，这也是吸取了双城堡屯田过程中京旗闲散不愿前往、国家筹措经费困难
的经验教训。③ 商议的结果却是由 “民人开垦”，这一开垦主体的变化，成为后来伯都讷围场开
垦能够迅速扩展，并使得这一地区旗、民格局彻底改变的关键。

二、伯都讷围场垦殖的实施、深度放垦与资源环境

在清代围场体系中，吉林围场是塞外围场中开垦最早的，而伯都讷作为吉林围场之一
部分，又是吉林围场中最早开垦的。道光二年二月十一日，富俊等奏称：“今伯都讷围场可得地
二十余万垧，计寻常之年，每垧可足三数人之食，丰年则过之。是其地开垦后，每年可益数十
万人之食。若任其荒废，实为可惜”。④ 再次提请开垦伯都讷围场。富俊为伯都讷围场开垦一事，

前后上疏六七次，均为廷议所格。期间，嘉庆帝也认为：“伯都讷屯田为计太早，且经费亦恐不
敷，所有伯都讷屯田一事，毋庸派员查勘，着富俊即行停止筹办。”并饬令文武员弁，严禁民人
私垦。⑤

到道光四年，富俊又以伯都讷空闲围场 “既无林木，又无牲畜，约计地二十余万垧，天地
自然之利，可资旗人万年生计”，⑥ 再次奏垦，且一改双城堡屯垦中允许 “旗丁代垦”的办法，

极力主张募民屯垦，再将日后垦熟的地亩，按照 “旗二民一”的比例分拨给移驻京旗闲散，并
认为一定会 “较双城堡费半功倍”，清廷 “始允之”。⑦ 十一月，富俊遵旨开垦，采取招民开垦，

以旗屯方式管理为主的办法。⑧ 至于计划对民人实施旗屯管理的办法，就事态的进展而言，似乎
只是在最初的管理形式上采用了八旗管理的模式，实际展开后，则完全依照民事管理，包括征
赋纳租等均由民事体系的府州厅县实施。不过有一点没有改变，就是待荒地经营为熟地后，再
拨给移驻的京旗闲散，按照旗屯管理。

经富俊核查估算，伯都讷当时有纳丁纳粮民１４４２８户，邻近的吉林２９２９８户，阿勒楚喀纳丁
民３０７３丁。⑨ 这些民户安居已久，生齿日繁，地不敷种，又系贫穷无业之人，早已希望认荒开
垦，所以，一旦招垦，必定争先恐后。因清廷原计划伯都讷屯垦与双城堡屯田一样，是为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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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履泰：《双城堡屯田纪略》卷２ 《奏略》，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四集》，第５６页。
《东北屯垦史料·伯都讷屯田》，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四集》，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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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政典类纂》卷１３ 《田赋十三·官庄》，第４９９、５０６页。
《吉林外纪》卷１０ 《伯都讷屯田》，《史志》第１部第１０册，第１０３０—１０３３页。
《清史稿》卷３４２ 《富俊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１１０９—１１１１２页。

雍正初年时，即不计旗分、佐领的界限，对旗人设屯管理，官员称为屯目；乾隆二十二年又全面整顿
保甲，与民人杂居的旗人，一体编次保甲。（《八旗通志初集》卷１８ 《土田志一》，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２４页）
《吉林通志》卷３１下 《食货志四·屯田下》，《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３６８—２３６９页。



置京旗闲散，但在具体实施中，发现双城堡屯垦拨派的均是吉、奉两省的旗丁，即 “旗丁三千
户，男妇大小已万余人”。① 若伯都讷屯垦仍然令旗丁代垦，恐已无拨派之人。各处勉强拨派旗
人，又恐潜逃。而双城堡旗丁 “一人竭力耕耘一年”，“只能种地十垧”，又不得不 “雇觅帮丁助
耕”。② 雇人代耕，又担心久为流民占据，将来移驻京旗时，无地可耕。就是允许旗丁雇觅帮丁
助耕，也未必有成效，且招旗丁所费实多，不如招民节省。所以，富俊奏准伯都讷招垦对象不
再是旗丁，而是民人。至于附近旗丁，自愿认领土地垦殖者， “悉照民人一律办理”。③ 这样一
来，与双城堡屯垦相比，国家的扶持政策和资金投入等也就有了区别。主要体现为：一是 “所
有认垦荒地牛具籽种、农器均系自备”；双城堡屯垦则由国家全部供给。二是认垦之始，于旷野
之地凿井、盖房，“每丁赏给盖窝棚银四两，三十户为一屯，每屯打井二眼，每井给银十八两；

听其自行打井，建盖窝棚”，约计 “每丁各合用银五两二钱”；而双城堡屯垦中，均由官给搭盖
窝棚，挖立井眼，需用银４０多两。三是 “每人准领地三十大垧，四人联名互保，第六年升科，

每垧地征制钱三百文，小租钱三十文。俟移住京旗闲散到日，交京旗地二十垧，其余十垧作为
己产，仍按数纳租”。另外每垧仍征租制钱３００文，给予印结执业，并听其典卖，照例税契过
粮；而双城堡屯垦中，拨给每丁的荒地３０垧，其中仅垦种２０垧，１０垧留荒。试种３年后，每
垧交谷粮１石，第４年起征。待京旗到后，分给熟地１５垧，荒地５垧，所余熟地、荒地各５垧，

给原种屯丁作为恒产，免其交粮。统计双城堡屯丁每人用银４７两，而伯都讷每人仅用５．２两，
“以视双城堡用项减去十之八九”。此外，吉林 “旗人奏准报开官荒，向不纳租”。④ 所以，伯都
讷围场屯垦中的招民条件较移垦双城堡旗人远为苛刻，个中既有旗人特殊身份的政治意义，也
存在清廷财政支绌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清廷对所控资源收益率和投入成本的关注，符合当地
不断孳息的民人与不断到来的无地百姓的 “民情所愿”。可谓实际形势催生的政策产物。这也是
伯都讷围场乃至清代东北盛京、黑龙江围场在土地资源利用上属于国家控制的特殊性。⑤

所以，在富俊看来，耕垦２０多万垧地亩，每年可益数十万人之食，对国帑不无裨益。令富
俊更为乐观的还有 “将来移住京旗闲散，费用裕如，较之办理双城堡旗丁垦种，事半功倍”。不
过，富俊深知，尽管围场２０余万垧的土地距离伯都讷城只有百余里的路程，还要充分考虑到不
利因素，由于 “此项地垧甚广”，也恐怕 “一时人数尚不甚多”。为了稳妥起见，不一定要一次
性放垦，而应该实行 “陆续招认”的原则。⑥ 故而，又仿照双城堡开垦章程，派员丈地分屯，申
画经界，分段放垦。并在伯都讷所属各城，出示晓谕招垦办法，以期使开垦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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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通志》卷３１下 《食货志四·屯田下》，《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３４０页。
《吉林外纪》卷１０ 《伯都讷屯田》，《史志》第１部第１０册，第１０３０—１０３３页。

以上均见 《吉林通志》卷３１下 《食货志四·屯田下》，《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３４０、２３４３页；王履
泰：《双城堡屯田纪略》卷１ 《上谕》，第２页；卷２ 《奏略》，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四集》，第１３—

１７、４３—４７页。

刁书仁等将围场地归属于八旗地，也认为围场是 “为专属旗人使用的八旗公有地”；这为深入研究留下
了余地。（参见刁书仁、依兴国： 《近三百年东北土地开发史》，第２４９页）龟渊龙长认为围场在使用
上，不过是在特定时期，交给特定旗作为演武之用而已，与特定旗人专属使用的土地不可同日而语，

有一定的差异；进而认为围场开放，民人开垦，一改由兵部管理而转交户部管理，因而，把围场作为
皇产或者旗地的纯粹的官地是难以断定的，故而，吉林围场开放后，被作为具有官地性质的纳租地是
非常得当的。（参见渊长： 《涞洲惯调查报告书前篇·一般民地》 中第４章， 东京： 大同印书
馆， 大正四年， 第５６—５９页）
《东北屯垦史料·伯都讷屯田》，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四集》，第２４４页。



另外，富俊还认为，尽管是招民屯垦，也可以兼用八旗旗屯的办法加以管理。① 遂将２０余
万垧计划开垦地命名为 “新成屯” （光绪三十二年升府，易名新城），分八旗两翼，每旗立２５
屯，每屯分设３０户，以此为基准，分拨字号。以 “治、农、于、本、务、滋、稼、穑”八个字
为号，名为 “号荒”。每一字各编为２５号，共计２００屯。② 当报名达到３０户时，设为 “治”字
第一号，归入镶黄旗头屯，拨给地段，垦种续保。再累积至３０户，为 “农”字第一号，归入正
黄旗头屯，以后按户数和号数次序延续。若按８个字号完成招垦，可招民６０００户。以上均为富
俊为伯都讷围场开垦所做的准备工作。

伯都讷围场开垦以道光五年为始，当年认佃１１２７户，按八旗分拨４３屯；六年，认佃９１７
户，分拨３１屯；至七年，认佃１５５６户，分拨４６屯，总计陆续招民３６００户，招佃１２０屯。于
是，又改立每字为１５号，以符１２０屯。又 “八字号”数目与 “八旗”符，实则每旗亦为１５屯。

这样的数字仅实现了预期目标的６０％。但是，招民屯垦围场，毕竟为首次，在地方官看来，已
是 “星罗基 （棋）布，与双城堡为表里”，初见了 “旗无征粮，民有恒产”的成效。③ 随之，人
口增加后所出现的一切词讼以及升科征租等民事事务繁多，民事权利膨胀，旗、民官相互逐利，

将军的八旗与民政的府县这二元体系下的相互制约权力，也面临着重新分配。当时规定：嗣后
旗民交涉事件，由理事同知会同旗界验报。所有事件由副都统上报将军裁定；又一切地丁钱粮
及杂税银两，向系征存伯都讷副都统衙门，以备俸饷；添设理事同知，应令专管征催新陈地丁
钱粮及杂税银两，解交副都统衙门查收，再报将军衙门查核。④ 又如围场管理权由最初的兵部所
辖而改为开垦后的户部管理一样，州县行政管理权在围场这块土地上愈来愈大。

伯都讷屯垦从最初计划的２００屯，减少到实际认佃的１２０屯，与这里土地资源本身是否适应
农耕有关，也说明这里农业生产环境相对艰苦，人们并不是踊跃往垦。事实上，认垦过程中也
有民人不愿迁移。道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伯都讷地方又将准备新垦荒地晓示附近流民，任由
民人前往认垦。并对自愿迁移者提供优惠条件。规定：种地４垧以上的有田宅之家，酌给迁费；

４垧以下贫困流民，亦发给迁移费用，且限令分期迁移。即便是有这样优惠的资助，不愿移垦者
也不乏其人。就在告示颁发后的九月十八日，舒兰河等处流民八九十人，在富俊马前下跪，不
愿搬迁，请求施恩。富俊也借机开导，宣讲伯都讷围场荒地肥美，并从其中选出两三人，发给
盘费，派给官车，派人带领前往查勘认领，借此扩大影响。但依然有流民坚持留居，不肯搬迁，

有的甚至宁死不搬。⑤

不过，毕竟伯都讷围场开垦的成效是前所未有的，至道光七年，围场开垦告一段落。对这
一垦殖计划的结果，如开始实施时所预料的那样效果较好，至少在双城堡屯田成效之上。从道
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吉林将军惟勤奏报的一组勘丈数据显示，仅新城屯东南的茶棚以南起，

至城东北代 （岱）吉屯止，再延至藲梨厂封堆以外闲荒，已经开垦熟地１０５９４．８垧，内除去未
满年限地５５３垧外，已满年限纳租地１００４１．８垧，每垧租粮４斗，折收市钱５２０文。至二十一年
时，已征收租钱５２２１吊７３６文，开垦熟地为１１０２７．７垧，比十九年增加了４３２．９垧。另外，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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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道光四年十一月谕内阁，伯都讷屯垦 “仍设立保甲、屯长，互相稽查弹压”，详见 《清宣宗实录》卷

７５，道光四年十一月甲寅，第２２２页。
《东北屯垦史料·伯都讷屯田》，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四集》，第２４５页。
《吉林外纪》卷１０ 《伯都讷屯田》，《史志》第１部第１０册，第１０３０—１０３３页。
《吉林通志》卷６０ 《职官志三·国朝》，《史志》第４部第９册，第３９９７页。

吉林将军富俊：《奏为移民抗旨照例恭请王命正法以靖地方折》，道光六年九月，《吉林农业经济档卷》，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四集》，第４—５页。



尔山地方的 “荒田六万一千余垧中，也已开成熟地七千九百八十五垧九亩”。① 伯都讷围场新城
局１２０屯 “号荒”，“共开垦成熟地十万八千垧”。② 达到富俊最初所勘查２０余万垧的５０％左右。

这些熟地均按年征收租钱，归新城局用于支放该城官兵俸。对于已经得到开垦利益的清廷来说，

更着力地放垦封禁闲荒已是必然。

引发清廷对伯都讷围场进一步关注的是道光二十年给事中朱成烈的一个折子。朱成烈认为：
“盛京地方腴田甚多，若查明垦种，以地利所入，添补海防，实为久远之策。伯都讷围场有勘种
荒田，大封堆地方可垦之田六万余顷，均未开垦”。③ 我们先不去细究在已经划定的放垦围荒内
是否还有可垦而未垦之地，单就能够 “添补海防”一项看，在当时就很有吸引力，也是鸦片战
争时局下的应时之举。朱成烈的提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清廷开垦东北闲田的初衷，即从 “解
决闲散京旗生计”到 “添补海防费用”。这对当时捉襟见肘的清廷财政而言，无疑是 “大有裨
益”。再者，土地开垦后，带来地方各种收益的不断增加以及流民安置，使得中央与地方联手，

更乐意办理开垦。之后的形势也表明，放垦更有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下，维护清廷统治和巩固边
陲的目的。咸丰年间，因俄人逼迫之甚，吉林将军景淳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联合上奏，希冀充实
边陲，以御俄人。当然，其中 “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的目的亦很明白。④

清廷对伯都讷围场的深度开垦始自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清廷谕令盛京户部侍郎惟勤协
助时任盛京将军的耆英，“即将所属各地亩派员详细查明”，“拟实具奏”。惟勤紧急派人详细查勘。

清廷还明确表示：“未垦荒田果否堪以开垦，但使著有成效，则一劳永逸，实于屯田、海防，大
有裨益”。十二月初四日，道光帝的谕旨由军机处发至吉林将军。十一日，盛京户部侍郎惟勤、

吉林副都统果升阿二人赶紧委员办理。十八日，将军耆英又派员和伯都讷地方委员一起勘察，

发现伯都讷围场能开垦处已经全部成为熟地，尽管珠尔山地方 “尚有可垦荒田一千余垧”，大封
堆外藲梨厂夹界内 “约有荒五万余垧”，但 “具系沟洼碱涝、土面沙心、不堪开垦之田”。⑤

至晚清新政时期，中央与地方深度放垦伯都讷围场的另一个目的完全是以土地资源换取
“银子”，即与其任由民户对伯都讷围场及其周边 “私占私垦”，使得清廷的垦殖政策有名无实，

不如由官方出面组织招垦认领，征收押荒银，进而收赋征租，更能 “以裕俸饷”。由于开放围荒
的确利益丰厚，故而上下一致，以开荒为急务。清廷多次谕令各级地方，认真查勘办理。于是，

伴随着光绪四年至七年约三年多时间所进行的号荒及其新垦地亩民地化，吉林户司与清廷指派
的总查地委员王绍元等着手对伯都讷城东南的藲梨厂、珠尔山和隆科城等处尚未开垦之围禁地
作出规划，开垦展出荒地。目前搜集到的录副和朱批档案，均显示在光绪四年，不同层级官员
上奏了同样内容的折子。从中可见，在多次放垦后，伯都讷厅所属闲荒存量均是土地生态脆弱
和环境质量差的区域，属于不适宜从事农耕的土地。更重要的还在于，即使是比较优良的已垦
闲荒地，在初垦的几年中，农耕环境的脆弱性还是十分明显，每年的作物收成总是在四五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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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将军惟勤：《奏为伯都讷擅自开垦官荒将历年收获地租滥行支用查明拟办事折》，道光二十一年六
月初二日，档号０４—０１—１２—０４５８—０１７。

伯都讷副都统：《为派员查明设立新城局房地租赋章程各情给吉林将军咨文折》，光绪四年十月初二日，

档号Ｊ００１—４—９１７。

盛京户部侍郎惟勤：《奏为派员查明阿勒楚喀双城堡并伯都讷围场熟荒地亩事折》，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十九日，档号０３—３３５１—０１６。

黑龙江将军特普钦：《请开垦呼兰蒙古尔山闲荒折》，咸丰十年，《呼兰府治》卷１２ 《艺文略》，《史志》

第１部第１１册，第８１１—８１２页。

盛京户部侍郎惟勤：《奏为派员查明阿勒楚喀双城堡并伯都讷围场熟荒地亩事折》，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十九日，档号０３—３３５１—０１６。



下，有时因受灾还达不到这个成数。① 另外，在全面放垦过程中，地方依照清廷旨意，既要留足
封禁地，以保证传统贡品供给，又要在有限的闲荒夹界中不断插花开垦，时而封禁，时而放垦。

所谓深度开垦困难不少，其中放垦藲梨厂闲荒就很典型，值得进一步讨论。

藲梨厂为伯都讷城以东出产贡品藲梨之区域，平时设立封堆，实行封禁。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经省派委员会查，得知藲梨厂北界黑沙沱子有闲荒，因怕影响藲梨的进贡，咨令封禁。

所以，直到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黑沙沱子依然处于封禁中，所开辟的仅为黑沙沱子东南界的隆科
城闲荒。光绪四年，清廷再次组织人员勘察藲梨厂围荒，得出 “无碍贡品”的结论，“因时招佃
认垦，征收押荒地价”。二月，总查荒地委员王绍元前往吉林办理伯都讷属界藲梨厂黑沙沱子地
方闲荒开垦，他会同吉林户司等官以及伯都讷副都统、花翎协领扎拉丰阿安排的人员，对黑沙
沱子闲荒应如何招佃、交价认垦进行商讨，对升科充饷之处加以考察。又派防御博依喜勒逐层
查明，绘图禀复。结果奏称：“查得藲梨厂封堆西北面向南十五里，东北面向南二十里，北面东
西宽四十五里，南面以现划界限东西斜宽三十五里，共计毛荒三万一千五百余垧”。 “惟期间有
碱疤洼塘、土面沙心，现被雪漫难勘，当即步量三处，约有不可垦毛荒一万一千余垧，尚剩可
垦毛荒一万九千余垧，现时划定界限，向南至生长藲梨秧柯 （棵）厚密处所不下二十里以南孤
店北、郭家窝堡东，设立卡房两所，以资值守，而杜践踏，庶于贡品无甚窒碍等情”。②

同年九月初一日，吉林将军衙门也有 “为奏查明藲梨厂场界外闲荒堪以开垦一折奉朱批事
给文案处札文”。从中可知，八月十二日，吉林将军衙门已有 “奏为查明藲梨厂界外闲荒堪以开
垦无碍贡品”折，其中说到：“该处佃民恳将周围闲地，认垦升科”，该将军恐有妨贡品，仍饬
“查荒委员会同伯都讷副都统衙门派员往勘”。其结论是：“藲梨厂内除生长藲梨处所四围酌留余
地，俾令滋生藲梨并防人畜践踏外……不致有妨贡品。惟所展之二十里内尚有碱塘、沙土各一
段，不堪耕种等情”。这封奏报也提到了闲荒内有 “碱塘”、 “沙土”，当然，更有这些闲荒 “不
碍贡品”、“搁置闲荒实属可惜”，而当 “招佃升科”、“有利国帑”等等的呼吁，建议重新划定封
禁区域，即 “准令佃民认领升科之处，派员改立封堆，设卡防守，不准再有流民私入偷垦”。对
于展出的可开垦之地，则 “逐段勘丈，给照认领”， “收取押荒，分别荒熟，限年升科，以重租
赋”。最终，清廷在比对和权衡了多方奏报实情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在 “瘠荒”之中求 “良
田”，朱批 “着照所请，准令佃民认领升科”的开垦令。③ 尽管如此，对藲梨厂生产贡品之地，

也做了考虑。于次年七月十七日，解除封禁伯都讷藲梨厂迤北闲荒，对 “大段膏腴闲荒约十数
万亩，划明界址，另立封堆”。令人玩味的是，在全面招民放垦围场的进程中，清廷对此封堆禁
地，所考虑的依旧是 “留待将来移拨京旗”，④ 设想从民人已垦熟之地中，分出地亩，以拨京旗。

直到清亡，这一计划也未能实现。

所以，迟至光绪十九年时，藲梨厂仍设有封堆，主要是在其西北隅。这一部分是藲梨厂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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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二年，吉林将军倭楞奏，据伯都讷号荒各屯长供称，因七、八两年认领官荒之时，尽是一
片荒草，迨后凿井无水，耕种亦不长庄稼；同治二年，吉林将军景伦奏，伯都讷二麦春耕后，天气干
旱，收成尚获四分余；光绪三年，吉林将军铭安奏，伯都讷大田收成五分。 （《奏折汇编》，第４３７、

５０５、５３４页）

吉林户司：《为伯都讷属界藲梨厂黑沙沱地方荒地查丈清楚照议办理等情折》，光绪四年二月十二日，

档号Ｊ０６６—６—８。

吉林将军衙门：《为奏查明藲梨厂场界外闲荒堪以开垦一折奉朱批事给文案处札文》，光绪四年九月初
一日，档号Ｊ０６６—６—７。

吉林将军行营文案处：《为奏伯都讷属藲梨厂闲荒设卡封禁留备移拨京旗等情折》，光绪五年七月十七
日，档号Ｊ０６６—６—１８。



山，最终也被开垦。续垦的起因是光绪十七年，遇松花江水溢和风沙灾害。伯都讷八旗１２佐领

约１８００余户，房院及地亩系水冲沙压。地方为维护旗人生计和社会稳定，重新安置受灾旗民。

十九年，地方官奏明，藲梨厂贡山之沙坨子地方，南北２０里，东西４６里，应设置旗丁。清廷也

以 “经费支绌，用度浩繁”，于光绪二十二年，决定将藲梨厂贡山所设封堆地方续垦。翌年三

月，覆勘测量，有毛荒３万余垧，由 “就近居住之旗户、站丁等承领”。① 至此，藲梨厂全部放

垦。尽管这最后的余留封堆地放垦由旗丁承领，但它只是藲梨厂整个开垦过程中一个特殊情况，

当时并没有移驻京旗，也并不能因此就说开放的围场禁地是旗地，何况，旗丁所承领地依旧要

同民人一样，向府县缴纳租钱。

综观整个伯都讷所有围禁闲荒的放垦，除了号荒地亩、藲梨厂为放垦的主要部分外，珠尔

山和隆科城，还有北下坎和八里荒等处，各处的深度开垦也颇曲折。如前文所述，珠尔山自道

光十三年时，已经开始放垦，至二十七年，经吉林将军派人在外界 “周历遍查”，除了查出已私

垦珠尔山地亩八千余垧外，② 勘得尚有 “剩荒五万二千余垧”。尽管咸丰四年，吉林将军就奏请

开放珠尔山等处封禁地，③ 但终未能展放。到七年，又查明珠尔山有剩荒 “三万二千余垧”，奉

旨依然是 “一律禁垦”。④

自同治六年起，吉林地方又连续奏请开伯都讷所属之藲梨厂、隆科城、珠尔山等处闲荒。

七年，清廷奏准，并谕令按照已定开荒章程实施放垦，⑤ “每荒一垧先收押荒市钱二吊一百文，

一概不收地捐”，所需挪卡等费，由各佃均匀摊捐，丝毫不动正款。⑥ 之后的九年九月初八日，

吉林地方将已经拨放的隆科城、珠尔山闲荒造册送部，称 “除沙土夹杂不堪耕种不计外，共放

出可垦荒地４４４５８．６２６垧，珠尔山余剩闲荒共计出放地８８８３．０３垧”。但直到九年底，隆科城和

珠尔山所剩余夹荒依然被设卡立堆，严定界址，以防偷越。⑦ 光绪年间，闲荒放垦力度才加大，

光绪七年，将所查出的私垦珠尔山地６３１８．４垧征收荒价银。⑧ 隆科城至光绪十年时，已垦额地

３７６４２．１９垧，浮多３２９０１．６垧。⑨ 除此外，有些号荒地亩也在不断的续放中，如八号荒、四号

荒等，其中续放务字四号佃民毕仲等地６垧，还续放如哈当阿归公地、大荒沟等处，统计共有

纳租民地２８０３２７．８８垧。瑏瑠

在上述这些地方中，有些适宜农耕，有些并不适宜。放垦初期是一种粗放的经营模式。自

清初以来，一般为 “一岁锄之犹荒也，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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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 《东华续录》卷１３８之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１３页。
《吉林通志》卷３１上 《食货志四·屯垦》，《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２２６页。

吉林将军景淳折，咸丰四年八月十二日，《奏折汇编》，第４８４页。

吉林将军经额布折，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吉林将军景淳折，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折
汇编》，第４９２、４７０页。

吉林将军富明阿折，同治九年九月初八日；吉林将军奕榕折，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奏折汇编》，

第５２２—５２３页。

吉林将军富明阿折，同治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折汇编》，第５１６页。

吉林将军富明阿、奕榕折，同治九年初八日、十二月十六日，《奏折汇编》，第５２２—５２３页。

总理稽核荒芜局：《为珠尔山等处地亩改归民产饬查丈委员认真查丈换发执照事给文案处移文折》，光
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档号Ｊ０６６—６—４５。

知府罗同勋等：《为查复伯都讷厅隆科城荒界内确有沙碱土地事给吉林将军折》，光绪十年六月初八日，

档号Ｊ００１—９—１２２５。
《吉林通志》卷２９ 《食货志二·田赋上》，《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１５１页。

方拱干：《绝域纪略》卷１，《史志》第１部第７册，第９３页。



至清末，改进不大。过度的撂荒虽能肥壮土壤，但也容易造成地表沙化，产生环境问题。在今
天来看，这里也是土层薄，沙层多，生态脆弱的区域，尤其隆科城地方沙化十分严重。隆科城
不适宜农耕的情形，在当时已经显现。“隆科城向分南北两牌”，其东南一带土壤较为肥沃，青
苗尚属肥茂；西北两隅与藲梨厂地界毗连处，沙碱土薄，麻禾枯瘦，约７万多垧地中，约有一
半可耕种，但青苗生长羸弱，均高不盈尺，低仅寸许。这还是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遇 “亢阳
风烈”，则 “籽种、浮沙，尽被漫延吹散”。① 如前文所述，伯都讷地方收获不丰的现象，在开垦
之初富俊就已有察觉。② 道光二十四年，将军额经布亦说该处 “地非腴美”，并提到珠尔山、藲
梨厂和北下坎几处 “地皆瘠薄，获粮无多”。③ 尽管如此，整个放垦过程中，由于围场土地资源
使用权发生改变，清廷实施的土地私有举措，使开垦者积极性增长，大大加快了对围场及其周
边土地的开垦和利用力度。可以说，伯都讷围场的垦殖推动了整个伯都讷地方的农业开发，土
地资源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三、围场垦地民地化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

官地民地化自清初以来就存在，种类较多，但多因土地资源原生态利用形式改变及清廷政
策调控，且后者的作用更大。据陈振汉等编 《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分类，清代的官地变为民地，

有 “河淤沙地、更名田”等多种类型，④ 其中 “河淤沙地”可以放在环境史的领域内去考虑。东
北农业发展较晚，围场被放垦也应属于官地民地化的主要类型之一，而且以国家政令实施为主
导。伯都讷围场的全面放垦主要发生于光绪时期。其前提是将 “号荒”１２０屯的旗、民佃熟地，

不再按照放垦之初拟定的计划，即每户给地３０垧，俟京旗到日，其中２０垧 “以备拨京旗”，而
是归开垦者 “永为恒产”，“编户纳粮”，“听其买卖”。

光绪四年，铭安任吉林将军时，围绕号荒开垦初期 “将熟地拨给移驻京旗”的计划，着手
进行旗屯民地一体乃至私有化的事宜。在 “移拨京旗”问题上，铭安认为，与其依旧按照道光
年间富俊筹划的伯都讷围场开垦计划，将已经垦殖的熟地，从现在经营者旗、民佃户的手中划
出部分转给移驻京旗，即 “撤地归旗”，还不如由民人垦种更有利。所以，首先针对 “撤地归
旗”与 “改为民产”问题展开讨论，并于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呈奏了将伯都讷 “号荒”地
亩准令原佃认领作产、乐输助饷的奏折，⑤ 力陈利弊。理由有三点：其一，移拨京旗，自治装以
及房井器具日用所需，均由 “官为备办”，计每户约用银２００两。“号荒现已垦熟之十万八千垧，

全行拨驻，则所需又不啻数十万两”，巨款难筹。其二，数千户旗丁民佃，数万名口，耕食凿
饮，历久相安。一旦强行令其撤出２０垧熟地，“纵择闲荒，另为安插”，也会因 “安土重迁，不
适有居，亦非绥靖抚循之道”。其三，更有 “马贼肆扰”， “土著之户尚不聊生”，若强使京旗移
来，不仅京旗更难安业，当地百姓亦更难安业。当然，还有一点未说明的就是，业已种地者，

每垧每年纳大租１０两３００文，对地方政府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实际上，自开垦 “迄今五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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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知府罗同勋等：《为查复伯都讷厅隆科城荒界内确有沙碱土地事给吉林将军折》，光绪十年六月初八日，

档号Ｊ００１—９—１２２５。
《吉林通志》卷３１下 《食货志四·屯田下》，《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３６６页。
《吉林通志》卷２９ 《食货志二·田赋上》，《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１５９、２１５５页。

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１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８６—

３０１页。

同时奏报的还有双城堡屯垦地亩事宜，认为也应该 “准令原佃认领作产乐输助饷”。



年，京旗并无一户移来，地亩均已成熟”。①

总之，强移京旗，拨出熟地，极不利于地方稳定，因而，铭安言辞恳切地说道：“与其撤地
归旗，诸多窒碍，不若因势乘便，避免纷更”，并进一步举例说： “去岁，派委知府衔候选通判
王绍元前往该处查看情形，拨驻京旗是否可行？又佃民撤地后，作何安置之处？”回禀的情形
是：“该处旗、民佃户，因闻有复拨京旗之说，纷纷呈诉”。如伯都讷号荒１２０屯的绅乡、屯长
孙茂兴等就联名，情愿承垦。并说 “伊等祖父原领旗二民一之地，食毛践土，历有多年。今若
拨驻京旗，将地撤三分之二，丁口繁庶，生计愈艰，必致失所。可否约众捐资助饷，垦 （恳）

将此项地亩作为伊等产业各等情”。② 可见，历经道、咸、同三朝的开垦，至光绪时期，开垦者
中旗、民佃户的成分构成和优良土地资源存量的情形已经发生大的变化，不论是人口还是土地
资源，均已经不是富俊开始筹划垦殖时的形势，所余土地资源大多不适宜农耕了。特别是承领
了号荒的旗民佃户，尤以民人居多，也已几代久居，种地纳租，不愿意搬迁，更不愿意将手中
那２０垧已经耕种多年的熟地划归京旗。

鉴于铭安所奏报的请将伯都讷号荒１２０屯 “免拨京旗，改为民产”③ 的实际情形，光绪四年
三月二十六日，清廷也适时做出决断，将 “伯都讷号荒一百二十屯地亩，授给佃民，永为恒
产”。④ 八月初七日，伯都讷地方奉谕，刊刻伯都讷号荒执照一万张，分别饬发张贴。⑤ 次年二
月初九日，接准户部咨覆，即 “伯都讷号荒地亩，准作原佃恒产”。⑥ 八月二十六日，据地方统
计，号荒 “所有原额地十万八千垧，业已交捐领照者十万六千余垧”，再查出 “每屯应存京旗屯
基地二十七垧，共计地三千二百四十垧，业已交捐领照者二千八百余垧”。此外，又查出 “余地
一万三千余垧，亦均饬令该佃按垧交捐领照”。⑦ 交捐领照的土地，显然不在初垦时的１０．８万
垧之内，属于陆续开垦的围场封禁地。随着清廷将伯都讷号荒２４牌乡地免拨京旗，改为民产，

当地百姓 “乐安生业”。在 “换照交捐输将”过程中，虽然 “观望迟延者，亦复不少”，但 “争
先恐后者，不乏其人”。十二月十六日，总查荒地委员王绍元以 “号荒地亩执照不敷发放”，故
又 “禀请刷印五十张，钤盖堂印”。⑧ 至光绪七年三月间，清廷委员清丈，无论 “原额、浮多，

续领之地”，一概照章收取荒价，刊发执照，永为民产。⑨

伯都讷号荒地亩以及封禁闲荒被呈佃领照变为民产后，“收租交赋纳税”成了官民之间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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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通志》卷２９ 《食货志二·田赋上》，《史志》第４部第５册，第２１６２—２１６６页。

吉林将军铭安：《为将双城堡、伯都讷号荒地亩准令原佃认领作产乐输助饷事》，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
日，档号Ｊ００１—４—１８２２。

吉林将军衙门：《为伯都讷同知将号荒乡地屯长传集送局以凭饬令传户输租事札稿》，光绪五年八月二
十六日，档号Ｊ００１—５—７９２。

吉林将军铭安：《为将双城堡、伯都讷号荒地亩准令原佃认领作产乐输助饷事》，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
日，档号Ｊ００１—４—１８２２。

吉林将军行营文案处：《为发印刷告示及荒地执照工价钱文事给粮饷处移文》，光绪四年八月初七日，

档号Ｊ０６６—６—２。

吉林将军行营文案处：《为奏伯都讷属藲梨厂闲荒设卡封禁留备移拨京旗等情折》，光绪五年七月十七
日，档号Ｊ０６６—６—１８。

吉林将军衙门：《为伯都讷同知将号荒乡地屯长传集送局以凭饬令传户输租事札稿》，光绪五年八月二
十六日，档号Ｊ００１—５—７９２。

吉林将军行营文案处：《为刷印号荒地亩执照事移文》，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档号Ｊ０６６—６—２０。

同知曹廷桢：《为查明号荒等处民佃仍照原奏作为该佃民等己产任其典卖税契免于缴换印照事给吉林分
巡道详文折》，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档号Ｊ００９—２—２５３５。



的纽带。因为 “人丁、地土乃财赋根本”。① “无地则无民，无民则无赋，惟正之供有亏，根本之
伤实甚”。② 这就道出了人口、土地和财赋之间的密切关系，亦是自古以来农业社会控制资源的
核心。伯都讷地方能够在招民开垦的围场封禁地上，征收赋税，正是其编户齐民、旗屯民地一
体化的重要目的和表现形式，也是清廷所愿意看到的结果。为此，就需要从官民两方面来调整
完善与土地资源相关的各项事宜。官的责任，在于逐渐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事管理体系，改革赋
税征收体制，实现地丁合一；对于民，则按照已经获得的土地亩数，依照既定的征租标准，缴
纳田租赋税。由于伯都讷地方自清初以来一直实行旗、民共存的二元行政管理体系，所以，在
旗属的伯都讷副都统衙门与理民的抚民同知 （由理事同知改，加理事衔）、③ 户部与户司的查地
总局两大系统之间，由谁征收租赋才最权威、最合适以及征收比例，成为地方各部门与清廷之
间追逐利益的根本，也是讨论管理办法的关键。

“摊丁入亩”是改革完善赋税征收体制必不可少的首要工作，实际上，也是伯都讷号荒旗屯
民地一体化直至私有化的最后一道程序。伯都讷地方的 “摊丁入亩”晚于内地，有其特殊的社
会发展背景。早在雍正六年时，吉林事务隶奉天府，而户部以奉天府所属入籍民人 “增除不
定”，人口稀少，覆准 “仍照旧例，丁、地分征，不摊入地亩”。直到道光时期，依然如故，即
使 “渐至入籍民户多于旗户”，也还是 “丁粮分征”。这种征收办法一直沿用至光绪初年，期间
流弊丛生，以至于 “在丁地摊征之处，编审纯属虚文；其丁地分征之处，编审则为要务。编审
停后，分征于有定之户，其弊尚轻；分征于不定之民，其弊滋大。盖册止当年之户，而民非当
年之名。经征之时，官惟照册，责之吏胥，吏胥亦惟照册录票，责之乡地。其实，自官至民，

皆莫辨现在某户应纳、某户不应纳。以编审停而开除抵补章程亦与具废故也”。于是， “官惟以
足额为务，民惟以纳课求安”。其间之吏胥乡地，虽值民户日繁，而 “犹私造摊补、摊帖等名，

几只 （致）无户而不扰及，以遂其中饱之私，且若据之以为恒产，官既破除无计，民实贻累无
穷”，形成了 “有力者惮重迁，无力者多逃避”的无序状态，实为百年之积弊。

为此，光绪九年二月初八日，吉林将军铭安奏请将伯都讷以及吉林、宁古塔三城应征丁粮
摊入地粮征收。认为：今民官初定，体察情形，吉林府与关内其它各省的征收情形不一。“关内
各直省丁粮多系按地输纳”，而 “各城情形于吉林实属一律，亟宜设法更定。亦惟有仿照内省摊
丁入地，为简易可行”，遂请示 “所有府属正耗丁银可否仿照内地各省章程，均丁于地”。同时，

令吉林户司掌关防的协领文全、会同吉林分巡道顾肇熙，将各城丁地各粮数目一并详细妥核议
覆奏报。就伯都讷来说，铭安奏报到：“伯都讷应征丁银摊入地亩，每地赋银一两，合摊银一钱
三厘有奇”。同时，请令伯都讷应征丁粮，拟请摊入地粮征收。④ 四月初七日，户部同意伯都讷
应征丁粮请摊入地粮的征收办法，⑤ 以及 “地银一两，合摊丁银一钱零三厘九毫六丝”的征收标
准，且明令 “即自光绪九年为始，饬属遵照，妥为办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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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实录》卷８３，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丙辰，第６８５页。

卫周胤：《敬陈治平三大要》，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卷２，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第９９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５５页。

铭安：《通筹吉林全局请添设民官疏》（光绪六年），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３３ 《户政五·建
置》，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８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４６０页。

吉林将军铭安：《为吉林、宁古塔、伯都讷三城应征丁粮请摊入地粮征收事折》，光绪九年二月初八日，

档号Ｊ００１—８—７２０ （序号１１６）。

户部：《为奏宁古塔、伯都讷三城应征丁粮请摊入地粮征收一折奉旨依议事给吉林将军咨文折》，光绪
九年四月初七日，档号Ｊ００１—８—７２０ （序号１１９）。

吉林将军铭安：《为吉林、宁古塔、伯都讷三城应征丁粮请摊入地粮征收事折》，光绪九年二月初八日，



当然，户部也提醒伯都讷地方在 “摊丁入亩”过程中，要选择干练之人，妥为处理征收事
务，还结合以往地粮征收经验，提出了征收中要规避的方面和实行中要处理的问题，并对征收
办法中不明确的地方提出疑问，令将军铭安查明妥办，报部以凭核实。地丁合一，摊入地亩，

促进了伯都讷地区赋税制度的完善和划一，官地最终完成了民地化。

由于伯都讷乃至东北管理层中，旗署的军事武官与民署的府厅各官向不兼辖。连新城府的
办公场所也分立在街的东、西两头，遇有会办事件，呼应往往不灵。尤其是进入光绪时期，招
民放垦，导致 “民多于旗”的人口格局，“轇轕最甚”。① 因此，调整行政建置、修筑办公场所势
在必行。光绪四年七月，总查荒地委员王绍元奉派总查荒地，在对新城总局进行考察时，看到
早年为号荒收捐建筑的９间办公房屋，因年久失修，坍塌不堪。而新城局东、西两处垦殖也不
平衡，局东闲荒得以放垦，局西所有生荒地，尚未招佃开垦。新城局周围已开垦的纳租熟地只
有９９１垧，按照每年每垧６６０文纳租。这笔经费起初为 “岁修新城局房屋之需”，但结果却 “仅
作本处八旗官兵等春秋二季操演需用膏火之费”。② 号荒地亩私有化后，伯都讷地方为方便收捐
和管理民事，在拨付经费整修办公场所的同时，也加以调整府县体制。光绪六年十二月，奏请
改理事同知为抚民同知，加理事衔。原设孤榆树巡检兼管司狱事。八年，奏准。③ 民署府厅事权
扩大，旗署权力削弱。

在民署府厅事权扩大过程中，民、旗衙署机构之间也存在矛盾纠葛。如查地总局在处理民
署与原本旗屯所属的号荒屯长之间由谁征租的问题时，就有争议。光绪六年十二月，王绍元说：

去岁所有额地，均交捐领照完竣，京旗屯基只缺十余垧未完。应征余地新租仅收９２００余垧，未
完７５００余垧。其中 “有于字贰号至陆号伍屯，查出余地三千 （原文模糊，据上下文判断）余
垧”。按照旧规，“民佃与额地一律纳租，交纳前屯长史文明等之手”。“现时史姓等，仍复私收，

以致征收掣肘”，业已 “禀请提究”。其余未完新租４２００余垧，或在额地内混杂，或户地零星边
远，以致一时未易催齐。面对这种情形，王绍元建议：今额地已完，屯基地指日可竣，应即查
照报呈，照粮赶造细册，禀报完竣。“所有未完余地新租，为数无多，未便留局崔 （催）征，致
多虚靡”。关键在于 “第此项未完新租，应归何衙门征收？可否将地局事宜即行清厘禀报？撤局
之处，卑职未干 （敢）禀报”。

王绍元的借口当然是要按照清廷的意见 “就近解交租赋”，这个 “就近”，当然是归民署。

所以他又说：“查号荒收捐事宜，即已稍次完竣，未便同蒂欠新租。留员催收，致兹靡费，应即
交地方官就近征收，以照简易”。除禀批示外，应该 “将号荒应收五年分 （份）新租未完各户，

赶紧催收，照数完竣，未稍迟延”。并严令分查地局务必在次年二月， “将号荒官屯余地草册，

移送前来”。“除于字贰号至陆号伍屯屯长因案在省，无凭催收外，其余允各荒饬派差役，分路
查解，照章征收”。经过这样的调整后，征收事宜进展顺利，以至于征收完竣，共地２０８０．５１
垧，“除征租办公人役心红纸张等项靡费，由小租尽数开销外，其征存大租钱一千二百四十八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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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零六文，业已如数解交总查地局收存，会办解省呈交”。① 最终结果还是由民署的查地总局
征收。

实际上，围绕租赋应该如何征收及由谁征收的讨论长达三年之久，直到光绪九年九月十四

日，伯都讷厅同知邵守正才奏请分巡道、吉林将军，明示所属民地界限和应征收范围。二十二
日，吉林分巡道顾肇熙为伯都讷厅将八里荒等处租赋照新章归厅征收等情，给吉林将军禀文，

详细交代了以伯都讷围场为中心的厅署应该征收田赋的范围和规模，并统一归厅署征收，同时

对厅属部分地方的税收用途也加以规定，即应均由伯都讷厅统筹管理使用。规定：“长典社等处
地银米及号荒、凉水泉大小租赋，八里荒、隆科城、北下坎河川余租津贴等处租赋”， “应照新
章，统归民厅征收”。其中 “大租报司，抵充俸饷；小租惟八里荒一处，除发给催租人役工食

外，余仍报司，抵充俸饷。至隆科城、北下坎、珠尔山等处小租，向归讷城 （伯都讷）作为春
秋祭祀、官学经费、衙署岁修各款之需。现既均归民厅征收，则讷城各费自应归厅拨款。今酌
定每年由该厅所收隆科城等处小租项下，拨钱二千吊，解交副都统衙门应用，其余准作该厅征

租经费”。② 可见，旗署的副都统衙门所需费用，也要由伯都讷民署拨付，这就从根本上完成了
围场从兵部管辖转为户部管理的整个过程，也显示出围场禁地归属民地的性质。

此外，土地既为民产，转让买卖就不可避免。为此，地方加意严格管理土地买卖税收。光
绪十年前后，对无论是已领有执照的民产，还是后来续领和清丈出的浮多地亩，都允许私相典
兑买卖，只是要经过官方 “征收土地契税”这道手续，由官方 “照例粘发契尾”方可允准。如

八月初九日，地方就晓谕号荒八号八里荒等处军民人等，一体知悉： “民产永为世业，普行勘
丈，一律执照，由厅征租。苟耕种无力，买卖亦所不禁。自应照例契税”。自告示之后， “凡该
处民间买卖田房，自应及时照例税契”。而实行的根本目的即是 “于国课即为输将之益，于产业

亦可免争讼之端”。③

为完善伯都讷地方已民地化的地亩缴税，阻止地亩买卖中偷税漏税、公田私产的所有权不
明晰等情形扩大，更为了明确旗、民管理系统的权力和责任，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伯都

讷同知曹廷桢给吉林分巡道一份公文，题为 “为查明号荒等处民佃仍照原奏作为该佃民等己产、

任其典卖税契、免于缴换印照事”。其中，首先对民地化后的民人缴纳田赋加以整顿完善， “吉

林每年提报俸饷册内新收租税银钱各款，均系笼统数目，其旗、民各属额征正税课钱若干、于
何年月所收何项银钱数目，均未逐款详注明晰。倘各属有短征未解款项，本部实难考核”。又说
到吉林省设有民官征收各项，“款目烦多，有民署征解者，亦有与旗署分征者，若不明定考成，

更恐流弊兹多”。曹廷桢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规定一个具体的年份，对各州县厅各城旗署的位置、

每年应该征收的项目和数目有一个规定，对从哪年征收、已经征收到哪年以及还有多少未征收
等详情造册。具体来说 “自题报十二年俸饷起，某府厅州县暨各城旗署某处，每年额征地丁租

税厘捐等项钱粮若干，某处解到某年正杂租税各若干，于何年月日作收，已未解若干，务于册
内一一声注明晰，以凭查考”。同时，还应该 “将旗、民各属应征荒地租钱，遵照奏案迅即酌定
考成，按年报部，以重租赋。相应咨覆吉林将军转饬遵办可也”。其次， “本省先后出放各项荒

·０７·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吉林户司：《为伯都讷申明荒地改为民产就近解交租赋事给文案处移文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档号Ｊ０６６—６—２５。

吉林分巡道顾肇熙：《谨禀将军为伯都讷厅八里荒等处租赋照新章归厅征收事折》，光绪九年九月二十
一日，档号Ｊ００１—９—６９９。

吉林分巡道顾肇熙：《为伯都讷厅属号荒等处地亩买卖照例契税颁发告示给吉林将军详文折》，光绪十
年八月初九日，档号Ｊ００１—０—１１１６。



地，系各民佃备交押荒钱文，领垦放给印照守执，依限升科纳租，如有分等转兑者，随时报明，

请换印照”。第三，“各处纳粮民地，是其己产，任其黜置，原与官荒不同。乃闻近来各处荒地

佃民，有分劈转兑地亩者，各该署竟自发给粘连印尾之契，其原领印照不知如何废掷，或闻有

将荒地印照销毁，改换印契者。若果如此，不惟日后官荒地亩皆为印契蒙蔽，狡赖难分，抑于

后来经征地租大有关隘”。应将 “各该荒地、民产分析清楚，勿令公田、私产从中混淆”。故
“令各该民署即行谕示各民佃，嗣后如有分劈转兑荒地者，随时报由该管衙门造具，生落佃名地

款、四至清册，详请换给印照，守执纳租”。这一方案实施后，基本解决了上述矛盾和问题，对

民地纳租、官方征收等情况，有了一个相对清晰和完整的梳理、交代，就如曹廷桢所言：“光绪

七八年间，变通吏治，添设道府厅州县等官。后即将各旗属经征地丁杂税、荒地租赋等款，拨

归各该民署经征；仅货厘捐钱与土税，归各旗署经征”。① 至此，民厅旗署的职责和权利又一次

得到明确划一。

当然，清廷对伯都讷围场禁荒放垦且私有过程中的 “厚利”非常关注，其中，到底放了多

少地？收捐多少？是必须过问和得到证实的问题。所以，在民人认领招垦的过程中，地方官在

压荒银应该如何征收和征收多少的问题上又展开讨论。认为可依照的成案有三例：其一，咸丰

四年间，开放凉水泉、夹信沟荒地，时每垧征收压荒钱２吊，公费钱１００文，自承领之日起，限

耕种５年，自第６年起租。其二，咸丰十年，开放吉林省西围场边荒及舒兰、土门子等处荒地，

依照夹信沟章程，“每垧收押租钱二吊一百文”。除此外，按垧加征二年地租钱１吊３２０文，“以

为海防经费”。其三，同治八年，开放吉林省西围场荒沟河等处余荒，亦按照每垧仅交压荒钱２
吊１００文，并无地捐。鉴于上述的三起实例，伯都讷围场荒地开垦在征租年限和地捐数目方面，

参照了不同的实例。征租年限，则按照 “凉水泉、夹信沟章程”办理，即 “所有起征租赋仍自

承领之日起，计算５年满后至第６年，无论开齐与否，一律升科”。所征之地捐数目，在依旧每

垧征压荒钱２吊１００文、抑或加收地捐钱１吊３２０文以佐经费”两方案之间进行了激烈争论。最

终，还是以咸丰十年成案为例，实行了１吊３２０文的办法。②

光绪六年九月初七日，军机大臣及户部奉谕旨，针对 “伯都讷移拨京旗地亩改归原佃丁户

作为己产，委员查丈发照收捐，并查出佃民私垦、浮多地亩，赶造花名地数清册”一事记录备

案，而且要求吉林将军 “将已收地捐钱十二万八千九百四十吊零，归于何款项下动用，并佃民

私垦、浮多地亩照章应找花利银两，曾否照数追缴，即饬查办荒地委员迅速追缴解库，备充饷

项”。且进一步告诫到要 “仍将佃户花名地亩数目、段落四至，分析造具细册，委员加具印结，

一并专案声复送部，以凭核办”。③ 七年二月初五日，户部又责成吉林将军衙门户司，抓紧落实

赶造花名地数清册。二十八日，吉林户司移文伯都讷地方，候补知府周守柄即刻 “携带堂印、

执照，启程驰赴荒所，督饬各该丈地委员等赶紧行绳，秉公勘丈”，要求办事人员 “务将勘得佃

户花名地亩垧数、四至，逐一分析，造具清册，据实禀报”。④

·１７·

清嘉道以来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

①

②

③

④

以上均见同知曹廷桢：《为查明号荒等处民佃仍照原奏作为该佃民等己产任其典卖税契免于缴换印照事
给吉林分巡道详文折》，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档号Ｊ００９—２—２５３５。

吉林户司：《为伯都讷属界藲梨厂黑沙沱地方荒地查丈清楚照议办理等情折》，光绪四年二月十二日，

档号Ｊ０６６—６—８。

吉林将军行营文案处：《为将伯都讷移拨京旗地亩佃户花名地亩数目等造具细册事给总查荒地委员移文
折》，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档号Ｊ０６６—６—４１。

以上均见吉林户司：《为伯都讷拨归京旗地亩改归原佃户饬查荒地委员将佃户花名等分析造册事给文案
处移文折》，光绪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档号Ｊ０６６—６—４４。



由此，可以窥见在土地资源再分配方面，随着清廷所掌控土地面积的减少及银根紧缺，巧
立名目，抬高押荒银，就在意料之中了。当然，还有无地少地民人的增加和不断到来，私占私
垦已经不能阻挡，在官方认可的荒地呈佃、而且永为私产以及佃户转而自耕农的过程中，当然
不愁无人认佃。对于地方官利用职权，瞒报浮多、私垦地亩，中饱花利，清廷也不会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清廷会适时地在其中调整着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或许可以看作历来处理耕
地资源紧缺与人口增加矛盾的一招好棋。

四、余　　论

伴随伯都讷赋税制度的调整和民事行政管理的完善，光绪三十二年，伯都讷改隶西北路道。

正月二十二日，改伯都讷直隶厅为新城府，并徙府治于伯都讷，于原厅治地置榆树县来属。伯
都讷改厅为府，与围场土地资源利用和利益再分配密切相关。在围场禁地私有化进程中，随着
农业人口增多，逐渐形成村落，进而踏上了城镇化的道路。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闰四月十五日，

清廷裁伯都讷副都统，全部实行省县制。使自清初以来 “将军与地方各官向不兼属”① 的体制彻
底改变。同时，伯都讷垦殖区域的人文景观和社会习俗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汉人移入增多，而
且八旗驻防体系内的各族汉化程度加快，居住区域由城厢扩向邻近土著聚居之处。② 毋庸讳言，

这些都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民国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和集中，城镇得以扩展，开垦速
度进一步加快，为该地区后来农业基地的建成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应该说，这一局面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直接与光绪新政有关。“新政”秉承农业为本
的理念，紧扣重农、广泛垦地、多征赋税的农业政策主题，开垦荒地，使得这一阶段成为中国
土地资源利用形式改变的一大关键时期，也是生态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其农业制度多少也与
前不同。所以，国家利用权力调控土地资源，是最有力度、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一变迁反映
的是人们在利用围场土地资源的不同方式，这种差异源于渔猎与农耕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由
围猎转而农耕，其中影响土地生态环境的利弊因素互存，但清政府处理问题和分配资源的一些
办法，不论是为解决京旗生计的垦殖，还是招民放垦，抑或征收押荒银的手段等，均引发了土
地资源环境的改变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

〔作者赵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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